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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史学的两次启动及其展望

姜 萌 郑泽宇

【提要】 四十余年来，中国公共史学有过两次启动。第一次启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结
合中国史学传统，学人在“史学危机”背景下对中国史学进行了深刻反思，得出应关注现实、走向大
众，以知识为人民大众生活生产服务的学界共识。但是，由于缺少社会需求，技术条件不足和学风转
变等因素，此次启动未能结出硕果。21 世纪以来，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历史文化产品的需求快速增加，
中国公共史学得以第二次启动。由于党和政府的提倡、自媒体技术的加持和史学工作者的理性参与
等有利因素汇集，二次启动的公共史学正在健康发展。作为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任务的内在要求，
旨在解决历史知识应用与传播难题的公共史学未来可期。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大背景下，通俗史学、影像史学、数字公共史学、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社
会管理与商业开发等领域将继续繁荣发展。
【关键词】 公共史学 史学危机 自主的知识体系

历史知识的应用与传播是中国史学的一个老话题，其实质是历史学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问

题。中华文明对历史的重视和敬畏使得历史与现实生活一直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主要通过两种
方式进行: 一是以“祖宗之法”或“前代之失”的方式深刻影响着现实政治运转，主要表现是起居注、
实录、国史、正史等严肃的官方史学; 二是以文艺的方式承载伦理价值，深刻影响着人心风俗，主要表
现是咏史诗、历史小说、历史戏剧等民间史学。① 随着现代史学认识的发展，历史知识应用与传播的
各类表现被凝聚概括为公共史学。
公共史学这个概念虽然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利( Ｒobert Kelley) 等人在 1978 年创造的，②但是

实践意义的公共史学在中国确实有着悠久清晰的历史传统。作为一种史学观念、史学形态和一门新
兴学科的中国公共史学，是中国史学传统与现代史学有机融合的产物。③ 如果从罗荣渠介绍美国公
共史学开始，公共史学这个概念出现在中国史学界已过 40 年。④ 如果从蒋大椿 1984 年 11 月公开呼
吁发展“应用历史学”算起，⑤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在史学知识应用与传播问题上的探索也将近 40
年。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于公共史学的学术研究增多，重视程度也明显增强。立足中国公共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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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主要有两类: 一是对中国公共史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理论探讨，①二是对中国

公共史学学科构建和历史教学相关问题的讨论。②

在中国公共史学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的背景下，对 40 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更深入的梳理分析，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把握当代中国史学发展趋势，提升史学

知识应用与传播问题的体系化水平，促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关于中国公共史学的发
展历程梳理已有一些成果，但是中国公共史学的两次启动情况及其背后因素的分析还是空白。本文
在梳理两次启动情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影响中国公共史学发展的各种因素，并对今后发展趋势提

出展望。

一、中国公共史学的第一次启动与失败

从历史知识应用与传播这个史学的老话题转变为公共史学的新发展，根源在于现代史学发展

中出现的危机。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史学和中国史学都遭遇了史学危机。不同的是，美国的
危机是史学过度专业化导致的，中国的危机是史学过度政治化导致的。20 世纪美国史学在专深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史学工作者“已不再为广大读者而是为同行专家写作”，选题越专越好，挖掘越深
越好，语言晦涩难懂，不仅普通读者望而生畏，甚至史学同行之间的交流也成了问题。③ 同时，社会
发展和就业选择倾向的变化使得大量历史学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危机，大量博士毕业生被迫离

开史学行业。1949 年之后的中国史学虽然没有美国史学那样过度专业化的问题，但是因为消解了
政治与史学的边界而过度政治化，历史学不自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影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
正如龚书铎指出的那样，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史学界，无论承认不承认史学危机，基本都认可新中
国以来的历史学曾受到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让历史学出现了僵化、单调等不足。④ 美国
史学和中国史学出现危机的原因虽然差异较大，但是根源都在于没有处理好历史学与现实的关

系，背离了公共性和真实性这两个历史学的本质属性。⑤ 因此，走出危机的正确道路，就是解放思
想，提升史学认识，重建历史学与现实的健康关系，让历史学更好地成为人民大众生产生活的有机

因素。
由于社会环境和学术发展阶段不同，当时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危机感要远大于美国史学工作者，

因此探讨如何走出危机的参与规模也差异颇大。美国的探索和讨论类似“摸着石头过河”，是由加利
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罗伯特·凯利和韦斯利·约翰逊( G. Wesley Johnson) 主持的一个教改
项目开始，取得效果后在美国其他大学院校中逐步展开类似的尝试。相比之下，中国的探索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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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类似“兵团作战”，很多史学工作者都参与其中。由于美国公共史学兴起的情况已有较清晰的梳
理，此处不再赘述，①下面简要梳理中国公共史学第一次启动的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如何调整与现实的关系成为困扰中国史学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1980 年 4 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
《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认为当前史学工作最突出的矛盾是历史学的重要性在实际生活
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针对史学工作者比较顾忌的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他特别指出，历史学不能
回避现实，“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
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②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把历史科学和其
他科学为政治服务理解为一种从属于政治的临时的局部的甚至错误的需要，那就会像刚才说的，既

破坏了历史科学，也破坏了政治本身。”③这一讲话对当时历史学重回学术本位的努力具有很强的推
动作用，也给思考中国史学应该如何健康发展的史学工作者以启发。
中国史学应该如何正确处理与现实的关系? 确实是正在解放思想中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关注

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全国史学规划小组建议下，1984 年 11 月 1—6 日，首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
在武汉举行，八十余位与会代表围绕“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会议不仅讨论
了“怎样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问题”“关于‘历史为现实服务’
的口号问题”，还进一步讨论了蒋大椿提出的将历史学划分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的建
议。④ 在蒋大椿看来，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都是史学，有其基本共同点，关键区别在于，基础
史学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历史事实，发现历史过程的真理，应用史学的主要任务则是满足现实政治

和社会需要，“运用历史知识和真理于现实之中”。⑤ 这一提法在当时颇为前卫，因此赞同和质疑
者兼而有之。不过，随着史学危机的感受越来越强烈，要求历史学走出书斋、加强应用的共识越来
越清晰。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史学与政治一直具有“混为一体的牵连”，这既是中国史学的基本特点，

也是中国史学长期以来处于显学地位的根本原因。⑥ 历史学与政治边界的模糊虽然影响了史学的健
康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很高的关注度。改革开放后，在史学努力重回学术本位的同时，中国人的知识
世界和学术观念快速更新，商品经济意识兴起，历史学很快就出现了“不景气”现象: 学生不愿意报
考、毕业生难分配; 教师科研难开展，成果难发表。这种显著落差，引起了大多数中国史学从业者的
注意，开始讨论危机原因和找寻出路。⑦ 参加这次讨论的史学工作者之多，讨论持续的时间之长，从
《光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可窥见一二。从 1985 年 3 月 20 日《光明日报》( 史学版) 发表吴量恺《史
学研究应当面向现实》开始，《光明日报》就一直关注这一问题，不仅持续刊登相关讨论文章，还在
1985 年 12 月、1988 年 3 月召开了学术座谈会，围绕“史学危机”“近十年历史学评价及未来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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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展开讨论。《光明日报》上刊登的数十篇相关文章可以凝聚概括为一个观点: 历史学应该走出象
牙塔，跟上时代变革的步伐，努力融入社会主义建设。① 比如，当时有青年史学工作者指出，“史学界
成了半封闭的、缺乏与社会关联的、自我循环的系统”，为史而史，脱离社会，“史学要摆脱危机，要有
益于国计民生，要有功于四化建设，就必须打破自我服务的循环而面向社会”。在他看来，史学要实
现社会功能，需要大力发展适合普通群众，以及适合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哲学家、思想家等读者
的高质量的史学作品。②

在应对“史学危机”的讨论中，白寿彝、戴逸、刘泽华、李侃等史学大家也参与了讨论。他们呼吁
史学界应该重视知识的应用与传播，为“四化”服务，让人民喜爱。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戴逸表示:
“历史科学工作者，当然首先应该躬身自问，怎样改进自己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怎样拓
展研究领域，开辟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加强其应用性，使历史科学能够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需
要。”③一些重要的史学机构也积极组织活动，为中国史学健康发展探寻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在 1988 年 10 月举办了“历史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讨班”，着重探讨了“史学危机”应对问题和
史学研究方法更新问题。参加研讨班的大多数同志认为，“必须有敢于开辟新路的勇气”进行“史学
改革”，使研究内容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历史教学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要通过电视、广播
甚至小说的形式，普及历史知识”。④

在史学应该关注现实、走向大众，以知识为人民大众生活生产服务的主流共识中，中国公共史学
实质上已经启动了。⑤ 综合来看，此一时期中国公共史学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多方面的理
论探索初步展开: 在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史学工作者进行了广泛深刻的讨论; 自主提出了发展

“应用史学”的主张及努力方向。第二，公共史学实践取得一定成绩: 历史小说成绩突出，凌力的《少
年天子》、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出版后影响颇大; 历史剧，特别是历史类电视剧开始起步，《诸葛
亮》( 孙光明导演，1985 年) 、《王昭君》( 孙光明、董利武导演，1987 年) 、《袁崇焕》( 陈家林导演，1987
年) 、《太平天国》( 范秀明、曾皓文等联合导演，1988 年) 等作品面世; 口述史学此时也开始在国内有
所实践。第三，积极观察世界史学发展趋势，主动吸收有益养分。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主动了
解、介绍美国公共史学的发展情况，并有意借鉴吸收。⑥

遗憾的是，中国公共史学的这一次启动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共鸣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后续的

研究和讨论也非常少。⑦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实证学风重新得到发扬光大，占据了中国史学的主
流，学界很快趋向于专深研究，历史知识的运用与传播问题几乎无人再提，史学从业者在公共史学理

论研究和实践创作方面的投入也基本消失。尽管在历史小说等方面的公共史学实践仍有一些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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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国内有关公共史学的学术成果所见不多，仅有游恒:《公共史学在美国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留美历史学会
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罗凤礼:《当代美国史学新趋势》，《史学理论研究》199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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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①但从总体上可以判断中国公共史学第一次启动失败了。这次启动为什么会失败? 参照美国公
共史学和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来分析，可以说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市场对历史文化产品缺少强劲的需求。强劲的市场需求是促进产品繁荣发展的动力之

源。以通俗历史读物、历史剧等为表现形态的公共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文化产品，因此促进其发
展的第一因素是市场需求。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社会整体处于物质匮乏状态，人民大众的
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文化需求被抑制。因此，刚刚兴起的市场，兴趣主要还在物质生产和物质商品
交换上，文化产品市场尚未形成。
其次，公共史学实践缺少必要的观念和技术支撑。公共史学实践具备跨学科、跨行业的特点，不

仅要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知识，还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跨学科治史的观念还
未被广泛接受，限制了史学工作者的创作实践。此时我国刚刚改革开放，向人民大众传播知识文化
的最主要媒体平台是广播，之后是报纸，电视台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即使是史学工作者愿意投入
到实践中，也缺少必要的技术和平台支持。
最后，学风整体丕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学风整体丕变，实证主义思潮兴起，强调

学术规范化，强调对纯粹学术的追求成为新的学界共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被反
复提起。在这种学风影响下，史学工作者很快趋向于专深研究，自然不会再重视面向现实的公共史
学。另外，以量化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逐步建立，越来越重视个人独立完成的实证性成果，进一步
加剧了史学界对公共史学的冷落。
美国公共史学兴起的最初动机是通过改善历史学毕业生就业情况，以提升历史学专业在学校的

生存境遇。与面临着碎片化困境的学院派史学相比，美国公共史学一诞生，就在学生培养和学科拓
展方面显示了突出的优点和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可以快速发展。此时中国还是大学毕业生包分配工
作的机制，专业没有被取消的可能，中国史学工作者因此面临的生存压力远不如美国史学工作者那

么大。换言之，在中国特殊国情下，中国公共史学的发展动力不是专业生存带来的压力，而是市场需
求和技术发展。

二、中国公共史学的第二次启动与勃兴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文化和学术相关的重要变化有: 伴随着中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高速增长;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电脑、智能终端
的普及带来了知识传播渠道的革新; 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逐渐消解。这些新变化无声无息汇聚在一
起，中国公共史学又一次潜滋暗长，并在 2006 年一鸣惊人。

2006 年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件应该是“历史热”。这一年，中央电视台《百
家讲坛》栏目播出了易中天的《品三国》，火爆华人世界，不仅又一次掀起“三国热”，还让“电视讲
史”成为人民大众喜爱的历史知识传播方式。这一年，“当年明月”在“天涯论坛”持续发布自己撰
写的《明朝那些事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并引起出版社的关注而结集出版。这一年，历史影
视剧的制作和播出走向高峰，后来被广泛赞誉的《大明王朝 1566》( 导演张黎，历史顾问刘泽华、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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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在历史剧方面，中央电视台出品的《唐明皇》( 陈家林导演) 于 1993 年播出，改编自二月河的长篇小说《雍正皇帝》的电视剧
《雍正王朝》( 胡玫导演) 于 1999 年播出。



中国公共史学的两次启动及其展望

尔康) 等历史电视剧完成制作，并陆续在湖南卫视等平台播出。这一年，《新丝绸之路》《大国崛
起》《圆明园》等大型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播出，其中《大国崛起》的收视率相当高，也引起了广泛的
讨论和关注。①

从学术角度说，2006 年出现并持续发展的“历史热”，实质就是中国公共史学第二次启动的社会
表现。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次“历史热”的核心发起者，不是以专业史学工作者为主，而是主要
来自其他学科和“民间”。比如，易中天的学术背景是古代文学，“当年明月”是海关工作人员。在迅
猛发展的互联网加持下，有关历史和传统经典与文化的书籍、杂志、网站、博客等大量涌现，广受欢
迎。与此同时，各类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成为热播剧，受到民众的喜爱，通俗史学作品迅速出现了繁荣
局面。这些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历史爱好者，在进行实践时，也基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工作可以归纳
到“公共史学”范畴之内。实践者缺少理论意识并不是实践者的问题，而是理论传播出现了问题。在
公共史学第一次启动失败后，“公共史学”概念使用频率很低，因此，当“历史热”出现后，报道和讨论
“历史热”的新闻媒体，使用的概念比较混乱，有“通俗史学”“大众史学”等。② 直到进入 21 世纪的第
二个十年，“公共史学”作为一个概念才重新进入学术文化界视野，实践者的理论意识显著提高。十
余年来，中国公共史学无论是在实践广度还是在理论深度上，都在持续深入发展，极大地改善了过去

史学界不重视或无法解决的历史知识应用和传播等问题。
第一，通俗史学全面发展。1.“讲史”持续繁荣。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电视讲史”经久不衰，

产生了一批精品之作; 随着技术的发展，“讲史”又发展出音频讲史和视频讲史，前者以“得到”App、
“喜马拉雅”App为代表，后者以“哔哩哔哩”网站( 以下简称“B站”) 为代表; 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
投身到“讲史”的实践中去。2. 通俗历史读物成果丰硕。历史非虚构写作兴起，老中青学者均有优
秀作品出现，比如李开元“历史叙事三部曲”( 《秦崩》《楚亡》《汉兴》) 、罗新《漫长的余生: 一个北魏
宫女和她的时代》、周思成《隳三都: 蒙古灭金围城史》等; 历史故事类作品仍在发展，《明朝那些事
儿》之后，不仅出现了各个朝代的“那些事儿”，还出现了各种其他的系列; 历史分析类作品值得重
视，如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作品获得读者的良好反响; 历史小说
创作再出发，马伯庸等中青年作家不断推出新作，社会影响持续扩大。
第二，影像史学蓬勃发展。1. 历史剧创作在 1999—2009 年的第一个“黄金十年”之后，一度表

现低迷，近几年来在经受网络时代的考验后开始出现新转变，对质量的追求越来越突出。③ 2. 历史
类纪录片作品涌现，历史人文类纪录片、文献纪录片、人物传记片和口述史纪录片均有持续产出，并
且在动画、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帮助下，制作水平越来越高。3. 影像资料越来越受到重视，图像证史或
图像讲史快速发展，影像资料不仅作为史料被广泛接受，运用于各个时代的历史研究中，而且还出现

了借助图像讲述历史等新形式。
第三，口述史学走向深入。1. 口述史学成为一个社会活跃度较高的学术概念，广为人知。2. 口

述史学的研究和实践越来越成体系，以口述历史或口述史为名称的研究机构在国内各地区陆续成

立，出现了“口述历史国际周”等品牌活动。3. 口述史学的实践，特别是口述史料采集遍地开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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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娄和军:《〈大国崛起〉何以崛起?》，《社会观察》2007 年第 7 期。
姜萌:《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0 年第 4 期。
屈家桢等:《中国历史剧发展历程及现状研究( 1978—2018) 》，姜萌、王文婧主编:《中国公共史学集刊》第 2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9 年版，第 174—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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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越来越多的专业史学工作者投身其中，一些民间研究者也很活跃，而且地方政府和各行各业也都

重视起来，有组织地开展行业或地方口述史访谈。4. 口述史学研究水平提升，理论研究成果不断出
现，已经从世界口述史学研究的跟随者逐渐发展成为重要参与者。
第四，公共史学理论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1. 理论研究成果持续出现，水平不断提升，围绕

公共史学的概念、特性与框架等问题的研究论文持续发表，相关专著、教材等均已出现，如《中国公众
史学通论》《公众史学研究入门》《公共史学概论》等。① 2. 以公共史学( 公众史学) 为主旨的研究机
构出现，《中国公共史学集刊》《公众史学》等学术集刊创办。3. 中国学者的国际参与越来越多，国际
和国内的学术会议均有举办。
除以上四点主要表现之外，公共考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数字公共

史学等均有很大的发展。②

第二次启动的公共史学，为何能够生机勃勃? 综合考察十几年来的各种情况，大约可以得出一

个结论: 主要是外部力量而非是史学内部力量促进了中国公共史学的繁荣发展。外部力量主要有哪
些? 对于公共史学的持续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下面简要分析一二。
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强劲的市场需求。需求决定供给，这是社会经济运转的常识。在文化领

域，这一常识也依然有效。在中国公共史学第一次启动时，当时经济落后，物资匮乏，人们还顾不上
文化需求。但是，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后，一部分中国人已经富起来
了，大学生群体和城市居民人数庞大，文化需求急剧增加。《大长今》等外国历史剧在中国的爆火，进
一步凸显了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类产品供应相当不足的问题。时至今日，这种市场需求仍然难说得到
了很好满足，这也为公共史学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动力。
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强大的市场需求既推动着一般常见产品的生

产，也推动着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形式的产品出现。21 世纪初，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笔记本电脑开始
普及，出现了各种论坛。互联网论坛给各种创作者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发布渠道，也促进了新的文化
产品出现。“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是通过“天涯论坛”免费发布的，李开元的《秦崩》最初是
在“往复”论坛上发表的。智能手机普及后，App等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促进了音频、视频
讲史等新形式产品出现。“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才让公共史学得以发展的核心理念———“人人都是
自己的历史学家”，③真正变成了现实。
第三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党和政府的倡导与支持。进入 21 世纪后，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继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公共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2010 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
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纪录片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
于 2011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播。④ 2013 年 12 月 24 日，央视网又推出历史频道。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下简称“两创”) 后，公共史学实践迎
来了更多支持。其中突出的表现是公共媒体内容明显向历史文化类倾斜。比如中央电视台近年来
先后开发播出的历史文化类节目就有《国家记忆》( 2016 年 10 月首播) 、《国家宝藏》(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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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李娜:《公共史学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姜萌主
编:《公共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版。
在中国，由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学科边界已经比较清晰，且考古学界也在提倡公共考古学，因此与考古学有关的情况简化处理。
Carl Becker，“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Vol. 37，No. 2，1932，pp. 221 － 236.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组:《2010 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现代传播》2011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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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播) 、《如果国宝会说话》( 2018 年 1 月首播) 、《典籍里的中国》( 2021 年 2 月首播) 、《中国国宝大
会》( 2021 年 9 月首播) 、《中国考古大会》( 2021 年 11 月首播) 等。不仅中央电视台如此，各地方电
视台和其他媒体也在努力开展“两创”工作。比如，河南电视台推出的传统节日系列节目火爆出圈，
山东电视台开发播出了《国学小名士》等节目。
第四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是“民间”力量的崛起。这里所谓的“民间”力量，主要相对专业史学工

作者而言。近十几年来推动中国公共史学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是专业史学工作者以外的史学
研究者和爱好者。比如，人们熟知的易中天和“当年明月”，都不是科班的专业史学工作者，目前活跃
的很多实践者、创作者，比如马伯庸等人，也不都是科班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在影像史学领域，历史
剧和历史纪录片的创作者，专业史学工作者或历史学毕业生的参与度非常低。如果从实践者和研究
者人数比例这个角度看，口述史学领域里的实践者，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占比也不是很高。
在第二次公共史学的启动和发展中，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贡献是什么? 简而言之，专业史学工作

者的理性参与是第二次公共史学启动发展的重要助推因素。这一次参与公共史学研究和实践的专
业史学工作者，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为了解决“史学危机”这个急迫问题而来，而是带着自身的兴趣和
思考而来。这些史学工作者在公共史学之外，均有自己的学术专长，因此对公共史学的研究和实践，
是与专业研究有机结合的理性参与。王国维等人早就说过，不以学问为手段而以学问为目的的学
问，才是比较健康的学问。① 目前中国公共史学的发展，再次印证了这一论断。相比其他参与者，专
业史学工作者的理论素养更高，因此在公共史学的理论架构方面能够作出更大贡献。无论赞同与
否，都不能否认十余年来中国公共史学的理论建设已取得一定成绩。专业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公共史
学发展的另一个贡献是，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投身到具体实践中，无论通俗历史读物写作，还是音

视频讲史，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身影。

三、中国公共史学的未来展望

回顾十余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多元化发展加速进行，公共史学应该是相对显著的一个表现。展
望未来十余年，公共史学是否还能继续蓬勃发展? 答案是肯定的。从知识论的角度看，一个知识体
系包括两个互相依赖程度非常高的过程: 知识的产生和知识的应用。② 过去 40 年，中国历史学在“知
识的产生”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知识的应用”方面，尚在探索的道路上，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目前中国史学界在思考如何建构历史学的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时代命题时，一定会越来越重
视“知识的应用”问题。综合各方面情况看，未来中国公共史学发展内外因素均比较有利。
就外部因素而言，有利于公共史学发展的外部因素依然存在。市场需求、技术更新、党和政府的

支持、民间参与是在中国公共史学第二次启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四个外部因素，在未来十余年不仅
不会消失，有些反而会不断加强。
市场需求方面，在可见的未来还有可能会继续增加。21 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历史文化类产品的

需求一直存在，由于鉴赏力的不断提升，这种需求长期处于一种不满足的状态。近几年来，由于疫情
和世界局势等因素，世界变得动荡不安。在这种时候，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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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教育世界》第 93 号，1905 年 2 月。
埃蒂纳·温格等:《知识社群: 将个体知识融汇成集体智慧》，边婧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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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更新方面，正在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将给公共史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基于
智能终端的技术已趋于稳定成熟，目前已经获得较多发展的音频、视频讲史等还将继续产出。另一
方面，正在快速发展的虚拟成像等人工智能技术，需要更多的内容充实，而历史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这些人工智能技术使历史“再现”更加容易，让创作者如虎添翼，创作出更多的历史文化类产品。
党和政府的支持方面，“两创”将会持续开展，支持力度只增不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为了更好地开展“两创”，2017 年 1 月国务院
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从国家层面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202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正式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明确规划了 23 个项目，其中大多与历史文化有关。无论坚定“文化自
信”，还是“讲好中国故事”，都离不开对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这种导向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一节中有着明确阐述。2023 年 6 月 2 日，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又一次的思

想解放。这一论断将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提升到了新高度，也为传
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公共史学的健康繁荣发展将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
化强国发挥重要作用。
民间参与方面，参与者越来越多，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由于新媒体开设的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参

与历史文化类产品创作的“民间”人士越来越多。就目前所见，其中一些是原来新闻媒体的从业者，
一些是中学教师，一些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有的人是出于兴趣爱好，有的人是为了生计发

展。这些人大多无法撰写历史学的专业论著，但往往具备生动传神的讲故事能力。其中一些人还有
可以获得独特资源( 比如历史照片) 的渠道，或者进行独立创作的技能( 比如视频编辑) 。在这些资
源和技能的加持下，他们的创作水平不断提升。
就内部因素而言，有利于公共史学发展的学术因素继续增加。在中国公共史学发展的十余年

间，史学界虽然是“理性参与”，但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方面均有显著的贡献。今后，这种“理性参
与”有扩大规模之势，尤其在具体实践方面，参与其中的专业史学工作者或接受过科班训练的青年会
越来越多。这一判断是基于以下三种观察。
一是公共史学优点鲜明，显著提升了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以应用和实践为目标的公共史学虽

然表现形态差异很大，但也可以提炼出共同的特点。相比学院派史学，公共史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两点: 重返历史现场，重返人间烟火。所谓“重返现场”，是从内容上讲，公共史学以“再现”历史现场
为目的，常常借助情境想像和演绎推理，利用知识和常识，将断裂的史料连缀起来，给“风干”的故事
重新注入血液，让读者或观众借助文字、语言或影像，回到立体、感性的历史现场，去更好地理解历
史、认知历史。这种方向与专业的史学研究是反向的，但恰恰是人民大众需要的。所谓“重返人间烟
火”，是从取向上讲，公共史学要重建史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一个不能为人类，尤其是社会大众提
供利益或实用价值的学科，势必会变成冷门绝学，陷入发展危机。重新有了人间烟火气的历史学，其
发展也将得到显著提升。①

二是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史学观念更加包容。在十几年来中国史学多元化发展中，有一个比较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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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姜萌:《公共史学在中国: 重返历史现场，重返人间烟火》，《信睿周报》第 84 号，2022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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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进步就是，专业史学工作者的史学观念更加国际化，也更加包容。对于公共史学来说，这种包容
度的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专业史学工作者不仅认识到历史知识的应用和传播相当重要，还能够主动

投身到实践中。从当前中国史学界来看，自身学术研究颇有成就，在公共史学的实践中也有不俗成
绩的老中青学者愈来愈多。如李伯重、李开元、许纪霖、罗新、赵冬梅、周思成、郑小悠等。这些学者
之所以能将专深的学术研究和知识普及有机结合，与他们包容理性的史学观念是分不开的。比如李
伯重就指出，为大众写作，“也可以做成‘第一流’的学问”。① 还有一个能够反映专业史学工作者史
学观念更加包容的感性现象是，在“得到”App、“喜马拉雅”App 和“B 站”等新媒体上讲史的专业历
史学者越来越多。
三是学术评价等政策变化在朝着有利于公共史学的方向发展。近十年来，中国高等学校的学科

评估和学术评估正在朝着有利于公共史学发展的方向转变。无论学科评估还是学术评估，都在响应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号召，越来越重视学术与人民大众生产生活的联系。在教育部主持的学科评
估体系中，专门增加了一个社会服务板块，要求各高校的各学科列举三个社会服务案例。历史学科
的社会服务，大多数在历史知识的应用与传播方面。教育部主持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 人文社会科学) ，近几届增加了普及读物奖。在历史学科，普及读物奖基本上都是通俗历史读物作
品。另外，教育部颁布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 2020—2025) 》，要求到 2025 年将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是为了
培养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从世界公共史学发展来看，美国
等地的公共史学的核心任务一直是培养历史学科的应用型人才。
在上述内外有利因素的影响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公共史学可能在以下五个方面获得较快发

展。第一，已经获得良好发展的通俗史学将会继续繁荣。叙述史学的复兴会让通俗历史读物继续发
展。在通俗史学领域，除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史学从业者投身实践，还有很多非专业人士投身写作实
践。目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故事、历史分析和历史小说三种体例之外，专业史学工作者撰写
的高水平非虚构作品，比如罗新的《漫长的余生: 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周思成的《隳三都: 蒙
古灭金围城史》等，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电视讲史、音视频讲史方面，除了已有的成绩，最值
得关注的是越来越多的专业史学工作者成了“B站”UP主，把讲史从课堂扩展到了网络。②

第二，影像史学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下，随着智能手机和 5G 网络的普及，我们已经进入
影像化时代，人们对影像的接受和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对于历史学来说，人类的历史记录和历史知
识传播、接受的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③ 另外，由于微博、视频号、抖音等自
媒体在知识群体的广泛使用，使影像资料的发现和传播更加快速便捷。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剧、历史
纪录片等历史的影像化表达形式，必然在历史知识传播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历史正剧虽然目
前似乎处于低潮，但是一定会继续发展，历史类纪录片的创作与创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
在这个领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非专业史学从业者具有特殊技能和资源，实践活动要比专业史学从

业者活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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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李伯重:《为大众写作》，姜萌、杜宣莹主编:《中国公共史学集刊》第 1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49 页。
谈凯、彭舸、轩望帆、奚张巍、兰哲同:《自媒体与历史学文化娱乐功能的开发———以 B站历史类 UP主为中心》，2022 年中国人民
大学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结项报告，指导教师姜萌、陶涛。
姜萌:《影像正在深刻影响历史学》，姜萌、王文婧主编:《中国公共史学集刊》第 2 集，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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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数字公共史学的发展势不可当。技术发展对当前知识创造、传播与接受的影响之大，可能
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的感受。就公共史学而言，技术洪流，锐不可当。历史资料与数字技术结合，让历
史场景复原、沉浸式体验不再困难重重，让原本在书本上、新闻中的那些历史文化遗产生动感性起
来。国家文物局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在 2016 年启动了《“互联网 +中华文明”三年
行动计划》，旨在推进文物信息资源开放共享，使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
新与发展深度融合。在后疫情时代下，数字化传播与创新利用也成为国际国内文博机构的核心工
作。“数字敦煌”的成功，让中国的文博机构意识到数字技术对于文物保护开发的价值。数字复原技
术让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在虚拟中重生，让人在惊叹圆明园的壮美之后更加铭记那段沉重的
历史。在这一领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资源是否可以与游戏开发更好的结合，以及在线历史书
写能否在中国发展起来。
第四，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将会走向深入。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可知，

在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已经提升

到文化自信建设的高度上。从学术上讲，虽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但是核
心还是历史学和考古学。比如，在非遗保护传承中，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工作就是利用口述访谈来
梳理非遗项目的历程，保存技术资料。
第五，社会管理与商业开发方兴未艾。接受过历史学训练的人参与社会管理和商业开发中，从

历史案例中汲取经验教训，能够提升社会管理和商业开发的质量，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商业计

划的理性程度。从美国等公共史学较好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城市史研究者参与城市规划中，环
境史研究者参与环境与资源管理中，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此外，不少历史知识和技能的应用也具有
商业开发的潜在价值，如口述史学在老人康养领域的运用。

余 论

近年来，公共史学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均有蓬勃的发展，第二次启动的中国公共史学尽管在实践

和理论方面均有不俗的成绩，但是声势和接受度仍不及其他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

与挑战。
其一，史学界对是否应该发展公共史学存在分歧，学术评价的单一化不利于公共史学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史学出现很多新的变化，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丰富书写方式和实践形式，为学界

带来新的活力。但是，公共史学在学界的接受度仍然不高，也有一些史学工作者对发展公共史学有
不同意见。此外，当前中国史学的学术评价还比较单一，基本只认可专业刊物发表的论文或专业出
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相比之下，美国史学界对于学术成果的评价就相当多元且重视应用传播。
2010 年，美国历史协会(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美国历史学家协会(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和美国公共史学委员会( 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 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建议对
如跨学科和数字历史项目等“公众参与和合作的学术”给予充分的学术认可。① 2017 年，他们又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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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enure，Promotion，and the Publicly Engaged Academic Historian ( updated 2017 ) ”. https: / /www. historians. org / jobs － and －
professional － development / statements － standards － and － guidelines － of － the － discipline / tenure － promotion － and － the － publicly －
engaged － academic － historian［2023 － 08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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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进行了补充修订。2023 年 1 月 5 日，美国历史协会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扩大历史学术定义的指导
方案》，提出在传统的学术成果形式和评价标准之上容纳更多不同体裁和形式的历史学学术成果，例
如教科书、参考书、专栏文章、博客文章、杂志文章、博物馆展览、口述历史项目、播客和历史游戏等。
尽管美国史学界学术评价的变化让学术成果评价复杂化了，但其对扩大美国历史学学术成果的应用

传播、推进历史学科的健康发展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
其二，公共史学研究存在理论困难，开拓性思维和国际视野仍有待提高。从公共史学已有的研

究成果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公共史学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研究内容也从介绍性、综述性
的文章逐渐向公共史学自身研究领域的挖掘和运用扩展。但总体来看，对公共史学的理论研究仍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整合关键性概念、探究公共史学方法，以及构架中国自身的公共史学发展体系等问
题均有待学人进一步探讨。
其三，国情与理念差异导致机构合作与学科交叉开展难度大。从具体实践来看，公共史学各主

要形态虽在中国均有不同程度的实践探索，却一直未能形成显著的合力，进而产生强劲影响力。之
所以如此，有几个主要的原因: 一是相关研究和管理工作被学科边界与机构设置划分成不同的“条
块”，彼此整合困难，也缺少合作动力; 二是中国历史学类的学术协会在学术发展引领和组织方面的
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是当前中国史学工作者需要根据时代发展情况主动增强现实关怀，提升公

共史学的研究和实践需要的跨学科理念与能力。
其四，当前史学青年人才的培养还比较传统。由于公立高等教育的绝对主流地位和国家对基础

学科的支持，中国历史学类专业改革动力尚未完全释放，学生培养理念还比较传统，教学内容以知识

讲授为主，不太重视历史知识的应用传播问题，与时代需求有一定的距离。
沈刚伯曾言:“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 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①21 世纪以来的世界，

各方面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历史学的变化也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必然。对于当代中国史学来说，多
元化发展表现之一的公共史学虽然还面临着不少困难，但是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各方面因素

的优化，无论理论研究、实践探索，还是人才培养，中国公共史学必将取得不俗的成绩。良性发展的
公共史学，将有力助推中国历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任务的完成。

( 作者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郑泽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邮编: 100872)
( 责任编辑:敖 凯)

( 责任校对: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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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刚伯:《史学与世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0 本( 上) ，196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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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to Cultural Tou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Style of Writing“Local
Customs”in the Geography Ｒecords from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 Xu Fan

The writing about local customs in general geography records has undergone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an Gu’s Dili Zhi
( “Geography Ｒecords”) in Han Shu first established the paradigm for writing local customs as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After the Eastern Han Dynasty，the writing of natural customs influenced by the the
geographical annals ( Dizhi)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became popular． From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is way of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was to some extent still favored by some
people，but it was eventually replaced by the paradigm of“writing customs as sightseeing”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is paradigm was the epitome of the writing of local customs in the general geographical
annals since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and was followed by the geography records of later dynasties． In
essence，the paradigm of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is the embodiment of “dynastic geography”，and the
Southern Song model driven by cultural touring and sightseeing is a breakthrough in writing local customs．

Between Ｒevolution and Academy: Qian Yishi and Guo Moruo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
Tang Yong

Qian Yishi and Guo Moruo met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Ｒevolution，both of them fled to Japan，and there they became close friends gradually． In 1937，when the
Japanese army launched a full-scale invasion of China，the two returned to China in the face of the
“national calamity”with an ambition of“serving the country as scholars”． In addition to their friendship in
revolution，Qian and Guo also shared similar interest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particular，there were many
overlaps between Qian’s Lectures on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and Guo Moruo ’s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lso，there existed obvious“intertextuality”． Not only did they learn from each other but also
criticized each other． For example，Qian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Guo’s research methods，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nterpretations on scripts and inscriptions． Yet they also criticized each other especially on
the detailed issu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where their differences were greater than their agreements．
It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early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by identify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historiography between Qian and Guo．

The Two Launches of Public History in China and Its Prospects / / Jiang Meng，Zheng Zeyu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public history has been launched twice in China． The first launch started in
the mid-1980s． Combined with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scholars conducted a thorough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in the context of the“crisis of historiography”and reached an academic
consensus that history should focus on reality． They went to the public and served people’s liv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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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s with knowledge． However， due to factors such as the lack of social dem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technical conditions，and the changes in the academic trends，this launch of
public history failed to succeed．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the people’s demand for high-quality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ducts has increased rapidly and scholar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public history
again． The second launch of public history is developing healthily，thanks to the convergence of favorable
factors such as the advoca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the support of social-
media technology，the rational participation of historians． Driven by the internal demand to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the future of public history，which aims to sovle the problems of app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is promis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fields such as popular history，historiophoty，
digital public history，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ocial
management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will continue to flourish．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Women’s History in Japa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 / Yang Li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Marxist historiography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in
Japanese historical circles．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Japa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Marxist women’s
history has mainly undergone three phases． The first phase，from Japan’s defeat in 1945 to the 1960s，saw
the flowering of Marxist women’s historiography． The second phase，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witnessed the widening of the scope of women’s history and the pursuit of a pluralist approach． The third
phase，from the 1990s to the present，is characterized by its introduc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and interactive appropriation of gender history from the West． Generally speaking，influenced by Japa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and then interacted with popular history and the second-wave feminism of Europe
and America，Marxist women’s history by and large has followed a unique path，and it has enriched both
the tradition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development of women’s history in Japan．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ab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
Ma Zhengrong，Han Zhibin

Middle Eastern historiography is known for its“diversity in unity”，and Arab historiography is its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The latter has a unique and self-contained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global historiography． The Arab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veloped gradually upon th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 and ideas on the Arab society． In other words， it was the testimony of Arab
intellectuals’conscious effort to cope with the Western culture’s severe impact on the dominant status of
the traditional Arab culture in the their society and to react to the paradigmatic transformation of Arab
history reflected in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y． Therefore，one may argue that the Arab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the product of the epochal development of the Arab history，which witnessed the
ideological changes and practical efforts made by the conscious Arab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to achieve
state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is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Islamic revivalist historiography，Arab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Arab diaspora historiography and
Marxist historiography．
From“Constructing History”to“Unifying Histor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lgerian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 / Zhang Yuyou，Gu Kaiqin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has been at the co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lgerian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Algerian nationalist history originated from the reflections of Algerian intellectuals on
the French colonial rule and the lack of national heritage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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